
 
DOI: 10.16538/j.cnki.fem.20221006.201

党组织建设是否提高了社会组织筹资收入？
——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

欧翠玲
1,2,  颜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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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社会组织筹资收入，从社会组织党组织建立、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

记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以及党组织活动开展的视角，实证研究党组织建设对社

会组织的赋能效应。本文描述分析2 139家基金会样本数据，应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党组织建

设对基金会筹资收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发现，党组织建设

能够显著提高基金会的筹资收入，影响程度大小为政府资助收入>捐赠收入>营利性收入。

（2）党组织参与基金会治理的微观层面是党组织建设提高筹资收入的主要渠道。党组织建立

后，通过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和党组织活动开展等中

介路径影响基金会筹资收入。（3）异质性分析表明，党组织建设提升筹资收入在慈善组织的基

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中的效果更为显著。但细分筹资收入检验发现，相比于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

公募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社会捐赠收入提升作用更

强。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社会组织筹资渠道、加强党组织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对

如何有效地推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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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20世
纪90年代中期，理论界开始聚焦社会组织党建研究，并呈现出两条脉络：一是党政视角下的社

会组织党建，结合社会组织党建的应然目标取向和现实实践，分析党对社会组织的统合、吸纳

和整合；二是从社会组织视角探究社会组织能否通过党建促进自身发展（褚松燕，2020）。大多

文献以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刘蕾和邱鑫波，2019）。中央和地方先后出台

多项政策和措施，用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表1给出了近二十来年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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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国家政策和重点部署。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

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党组织。”党组织建设在党建工作中占据关键性位置。2015年，

《意见》明确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功能定位，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组织的

有效覆盖。2018年，民政部颁布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关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突出政治功能，把企业、农村、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

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截至2021年6月5日，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86.4万个，比2019年底净

增18.2万个，增幅为3.9%。其中基层党委27.3万个，总支部31.4万个，支部427.7万个。其中社会

组织基层党组织16.2万个，比2019年底净增2万个，增幅为14.1%，基本实现应建尽建。
 

表 1    社会组织党建发展政策

时间 来源 法律法规名称

1998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

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0年7月21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2012年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5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2015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2018年4月28日 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的通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社会组织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利益不能在内部成员间分配，旨在服务社会公益的组

织。面对复杂而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内外矛盾愈加严重。一方面，无论政府还是群众

都要求社会组织承担起有质有量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权力不足、

资源有限而没有长效服务能力。社会组织筹资问题是学术界和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社会组织

资金来源有三大部分，首先是社会捐赠，面向国内外社会人群；其次是政府补助收入，主要是国

家财政补贴形式；最后是日益兴盛的市场活动创收。资源困境会诱发社会组织财务脆弱，出现

系列财务危机，导致无法继续提供公益服务。资源筹集能力影响社会组织发展（Chen等，

2019）。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学者集中关注的热点议题：政府购买服

务、自我造血式发展、合法市场性经营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国家赋能社会组织使其拥有合法

性身份又能扩展资源。但是，他们忽视了社会组织党建的理论和实践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政

府对社会组织党建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党组织的嵌入为传统社会组织注入了新鲜血液：选优

配强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参与内部治理，并将党组织活动与社会组织业务发展紧密结合，积

极探索和开展主题活动与业务活动的有效融合，主动与社区和其他领域党组织结对共建，实现

资源共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源，社会组织无服务能力；巧妇有米也难炊，公信力不足，

社会组织也难有效提供服务。社会组织的党组织建设不仅仅横向拓展资源，而且纵向嵌入提供

“名分”。
党组织融入社会组织后，推行社会组织理事或监事和党组织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

员身份需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和廉政监督管理。党组织书记兼理事参与决策执行，抑制理事会

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党组织建设与党建活动获取政治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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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赢得党和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党建工作还有利于社会组织撬动党政

体系内外的资金、场地等多元化资源，并且将信任、荣誉等无形资源转化为有形资源，从而提升

社会组织资源拓展能力。丰富的企业党建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党组织建设在社会

组织领域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然而，企业与社会组织具有性质和形态差异，亟需开展

针对社会组织党建领域影响效果的专项研究。社会捐赠收入、政府补贴以及参与市场活动创收

营利性收入已经成为社会组织多元化收入的常态。那么党组织建设对各种筹资收入的影响效

果如何？鲜有学者研究党组织赋能社会组织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机理。

鉴于此，本文以2019年度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收集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中党组织建

设信息和财务数据，基于赋能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整理党组织建设赋能社会组织

相关文献和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应用Tobit回归探究党组织建设对筹资收入的影响。本文可能

的学术贡献：（1）从社会组织党组织建立视角，揭示党组织建设赋能社会组织的效果，丰富和扩

展了社会组织资源筹集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较少有文章定量分析党组织建设在社会组织中

的运行效果，本文实证表明党组织建设能显著提高基金会的筹资收入。（2）从党组织类型、党组

织书记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以及党组织开展活动的视角验证了党组织建设提

升基金会筹资收入的作用机理。（3）本文深入分析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在不同基金会性质和类

型情境下发挥的作用，检验是否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是否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的

党组织建设对社会组织各种筹资收入的差异性影响。因此，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健全和规范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运行机制，提高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社会组

织要强化党组织建设，激发党组织活力，借助党组织赋能效应，扩展社会组织多元化筹资收入，

提高资源获取能力，实现健康发展。本文的结论提供了党组织建设制度能够有效推动社会组织

运行的有力证据，能够帮助政府全面地评价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的效果。

二、  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赋能理论概念源自社会学，最早应用于社会救助，降低社会弱势群体的“无权感”。赋能是

指为参与主体赋予某种能力和能量，其目的在于提升自我效能感，使其对客观环境拥有更强的

控制能力，使被赋能对象提高参与能力，产生正向性的变化。赋能是有效解决内生与外源矛盾

的有效手段，赋能方式主要分为结构赋能和能力赋能。结构赋能是指通过改善外部条件，如组

织、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扩宽主体获取资源的渠道。政党掌握着各式各样资源，党

组织通过结构赋能方式，提供资源、平台以及机会，满足社会组织发展的结构性、资源性以及外

部性要求。能力赋能主要是从社会组织内部主体出发，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党组织不仅为

社会组织负责人提供职位，还为他们提供系统培训课程以及专家讲解，旨在提升社会组织成员

的专业技术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从赋能目的、方式、对象来看，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使不

能者能，能者更能，应用各种技巧获取资源、融入社会，增强对社会的影响力（Zimmerman，
1990）。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秦刚，2016）。党建引领社会治

理，借助党组织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和回应力等优势，从政治、组织和服务方面重建

社会关系网络（田先红，2020）。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党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刘森，2021）。党
建通过主体赋能和行动增能来保证治理效能的提升，激活社区治理活力（王杰和李斌，2021）。
理性政府依据社会组织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来渗透社会、动员资源（杨宝，2014），以资源控

制实现对社会组织发展状况的合理调节，以党建、政府购买等形式对社会组织“全面包围”
（Thornton，2013）、给予其行政合法权、项目与资金扶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

（崔月琴和张译文，2022）。合法性问题一直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依托党建，社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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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位被提高，获得了合法性权力、资源、生存活动空间等发展要素。

根据制度主义理论，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与其所处制度大环境紧密相关。社会组织党建通

过政治整合到党的组织结构内，按照党组织要求建立党支部，开展党建活动，赢得关注。由资源

依赖理论可知，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需要各种资源，在我国特殊环境中，党和政府是资源的外

部提供者，支配着社会领域建设和社会组织资源分配结果。党组织建设能够在资源获取、信号

传递、政策沟通方面获取便利（龚广祥，2020）。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党建俨然是一种战略性行动，

不仅加强了与党和政府的互动联系，还能为社会组织带来更多党政体制内外的多元资源（沈永

东和虞志红，2019a），成为组织获取战略性资源的重要方式，是组织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

（Faccio，2006）。当前研究对社会组织政治资源的文献主要聚焦个体层面的正式政治身份（如

理事的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以及理事成员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关系（即社会资

本）。个体层面的政治联系是一种“外向个体谋取型”政治纽带——负责人利用正式的政治身份

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从外部环境为组织谋取信息、资源和产权保护等（宋程成等，2013）。现有

很多文献从理论推导、案例分析抑或实证方法证实政治联系能为社会组织提供丰盈的政府资

源，为基金会获得生产性资源提供了快捷通道和便利条件（徐宇珊，2008）。虽然部分学者认为

这是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一种政策控制（徐湘林，2005），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联系是社会组织的

一种自我适应环境变化、获取竞争性资源的积极策略选择（王诗宗和宋程成，2013；徐宇珊，

2008）。它不仅能改善社会组织筹资收入（颜克高和罗欧琳，2016），还有助于实现收入多元化来

提升社会组织生存能力（宫晓辰等，2022）。社会组织中个体党员流动性较大，如何避免“人走茶

凉”的窘境，党组织建设赋能社会组织效果日渐明显。组织层面的联系是组织与政党的正式关

联（Sun等，2015），具有合法性和稳定性。组织层面的联系是一种“内向变革型”政治纽带——党

组织的融入赋能内部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资源和能力，从外部为组织获取最佳信息和更广资

源。社会组织党建既能获得有形的财力资源，还提高了无形的认同资源（沈永东和虞志红，

2019a），财政资金提升社会组织筹资合法性，强化声誉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社会组织非政府

渠道筹资收入（沈永东和虞志红，2019b）。社会组织党建通过政府的“帮助之手”实现收入来源

多元化（Fisman，2001），而收入来源多样化与财务稳定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宫晓辰等，2022）。
社会组织有效开展党建、建立党组织，不仅能促进资源拓展和制度吸纳与嵌入效应，推动区域

社会组织发展（赖先进，2021），还能促进基金会运作质量和运作效率，大力推动了慈善事业的

发展（周婷婷和常馨丹，2021）。但也有社会组织理事认为在组织内部开展党建会束缚自身业务

开展，甚至威胁其自主性（徐越倩和张倩，2019）。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党组织建设赋能社会组织，能显著提高筹资收入。

上述文献宏观层面上揭示党组织建设能带给社会组织相关政策资源，并借助政治赋能扩

展组织赖以生存的物质和资金资源，有助于实现社会组织收入多样化。大量文献研究了国有企

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赋能过程中的影响机理。国有企业党组织较为特殊，以党委“双向进

入、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但党委会的“双向进入”程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呈倒“U”形关系，与

董事会效率正相关，而“交叉任职”却显著影响公司治理水平（马连福等，2012）。董事长是党员

的组织财务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更低（戴亦一，2017），加速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的深度

融合，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提党建（陈明明和杨毅，2021）。民营企业负责人兼任党组织书记

“一肩挑”通过党政呼吁能够显著改善职工权益（董志强和魏下海，2018）。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

不是空壳式存在，严格的组织体系、先进分子的示范引领、党建联建活动等使党的基层组织成

为党的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周建勇，2021）。在微观层面上党组织建设如何改善筹资收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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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有待研究。

一旦社会组织党组织成立，严格落实上级党委要求，积极参与基金会治理。社会组织具有

不同类型的党组织，党委和党支部（联合党支部）的划分依据党员人数进行。党员都是经历严格

筛选考核，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党员数量越多的社会组织党组织，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越充

足，参与资源筹资的行动力度越强。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

意见（试行）》指出：“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选优配强社会组织党组织书

记。党组织书记一般从社会组织内部产生，提倡党员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党组织

书记应参加或列席管理层有关会议，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可邀请非党员社会组织负责人参

加”。理事会拥有重大决策权，还具有资源吸纳功能。具有先锋模范作用的党组织书记任职理事

会职务，一方面，为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职务保障，另一方面，充当着基金会与党政部门之间信

息沟通和政策传达的桥梁，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同时，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积极参与基金

会日常事务，借助党组织及体制内外资本增强对基金会治理的影响（马连福等，2012），扩展多

元化资源筹集渠道和人才队伍。在实践中，基金会学习企业党组织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模
式。另一种渠道是开展党组织活动，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不仅能突出社会组织特点，还贴近

群众需求，做好群众工作合力和提高基层满意度。同时，党组织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和“两学一

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基金会生活质量。党的工作融入社会组织运行和发展过程，更好

地组织、引导、团结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党建+业务”结合模式，一方面加强了党对社会组

织政治引领，赢得注意力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党建撬动社会组织发展所需的人财物力等各方面

资源，加强筹资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党组织建设影响筹资收入的渠道假设：

假设1a：在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赋能过程中，不同党组织类型对筹资收入的影响具有差

异化。

假设1b：在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赋能过程中，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越高，筹资收入越多。

假设1c：在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赋能过程中，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的层级越高，筹资

收入越多。

假设1d：在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赋能过程中，党组织活动开展次数越多，筹资收入越多。

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筹资收入的提升作用可能会因为基金会性质和类型的不同而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依照《慈善法》和《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执行认定慈善组织流程，基金会获得政府

认可，党组织建设在这类型基金会中更加完备且严格，有助于增强基金会筹资能力。在中国语

境下，基于政策和法规的正式制度授权会显著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信任直接关系公众慈善

事业的参与度。慈善组织享有政策优惠，筹资渠道增多，捐赠者会在意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李维

安等，2017）。慈善组织地位和声誉对其筹资能力具有差异性（陈丽红等，2015），类“官办”社会

组织是汲取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其宗旨明确和程序规范，更加认可党组

织参与基金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党组织与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更容易获得体制内外

提供的资源。

假设2a：相对于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党组织建设赋能慈善组织的基金会，更能显著提高

筹资收入。

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关系”型社会（费孝通，1998），彼此相待依据远近亲疏关系而有所

差异。基金会类型面临不同的募捐环境，公募权的取得和备案依赖于政府。所以公募基金会的

运行更依赖于政治环境，诱发基金会的寻租行为，党组织建设加强其政策执行力，政治关联对

公募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影响更显著（颜克高和罗欧琳，2016）。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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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源获取来看，公开募捐更可能获得政府的相关支持，提高政府资助。

假设2b：相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党组织建设赋能公募基金会，更能显著提高筹资收入。

上述假设皆是针对筹资总收入进行猜想。然而，基金会筹资收入依赖于多元化筹资渠道，

党建赋能效果或许方向相反。分组检验过程中，本文继续分析党组织建设在细分筹资收入中的

影响效果。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9年度全国社会组织信息平台官网公布的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并对初选样

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年报未公布党组织建设的样本；（2）剔除财务数据缺失样本；（3）剔
除收入为负数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手工收集基金会基本情况、党组织建设和相关财务

等数据，最终得到2 139家基金会有效截面数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筹资收入关系的假设，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R evenues = ®0+ ¯Dang+ °i
Xn

i=1
Controls + " （1）

考虑到各项筹资收入皆为受限变量，本文采用更合适的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在基

金会层面进行聚类处理（Cluster）。模型（1）中各变量定义见表2。
 

表 2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筹资收入 Revenues Ln（1+总收入）
捐赠收入 Donation Ln（1+捐赠总收入）
境内捐赠 ND Ln（1+境内捐赠总收入）

境内自然人捐赠 NPD Ln（1+境内自然人捐赠收入）
境内组织捐赠 NOD Ln（1+境内组织捐赠收入）

境外捐赠 FD Ln（1+境外捐赠总收入）
境外自然人捐赠 FPD Ln（1+境外自然人捐赠收入）
境外组织捐赠 FOD Ln（1+境外组织捐赠收入）
政府资助收入 Govfund Ln（1+政府补助收入）
营利性收入 Marrev Ln（1+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

是否建立党组织 Party 当基金会建立党组织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党组织类型 PT
当党组织类型为党委取值为5，党总支取值为4，联合党支部取值为

3，功能性党支部取值为2，临时党组织为1，无取值为0
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 PS 如果党组织书记为理事长赋值为2，秘书长赋值为1，其他为0

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 PG
如果党组织书记参与理事会赋值为3，常务理事会赋值为2，办公室

会赋值为1，都没有参与则为0
党组织活动开展次数 PA 包括组织生活活动与群团组织活动之和，取自然对数

组织年龄 Age 成立时间加1的自然对数
组织规模 Asset Ln（1+原始基金数额）
理事规模 Director Ln（1+理事人数）
监事规模 Supervisor Ln（1+监事人数）

 
 

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包括：

1.被解释变量

筹资收入（Revenues）：社会组织筹资收入可分为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市场活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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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elich，1999）。参照中国官方《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2004），基金会的财务收入主要分

为捐赠收入、政府资助收入和市场活动（营利性）收入三大类。捐赠收入（Donation）主要指基金

会从社会上获得的各类捐赠资源，本文使用总捐赠收入代替。为详尽了解各种捐赠收入差异化

影响，并分别对境内捐赠（ND）、境外捐赠（FD）、境内自然人捐赠收入（NPD）、境内组织捐赠收

入（NOD）、境外自然人捐赠收入（FPD）和境外组织捐赠收入（FOD）回归分析。政府资助

（Govfund）即政府对基金会的财政拨款或补助，直接用业务活动表的政府补助收入代替。营利

性收入（Marrev）则是指基金会通过市场活动获得的各类收入，根据业务活动表名目，我们选择

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之和代替。

2.解释变量

党组织建设（Dang）：衡量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指标有很多方面，既有主观性评价，又有客观

性指标。依据基金会披露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党组织建设情况表，从宏观层面上选用是否建立党

组织（Party）衡量党组织建设。党组织建设赋能影响筹资收入渠道检验过程中，从微观层面上

选用党组织类型（PT）、党组织书记所任职位（PS）、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PG）和党组织活

动开展次数（PA）做替代变量进行分析。

3.控制变量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结果，本文对可能影响筹资收入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主要包括：

基金会年龄（Age）、基金会规模（Asset）、理事会规模（Director）、监事规模（Supervisor）。
4.分组变量

根据本文研究假设，设立以下样本分组变量：（1）基金会性质（Type），根据民政部《关于慈

善组织登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和《慈善组织认定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本文将基金会该

年是否认定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分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2）基金会募

捐类型（Offering），按照是否取得公开募捐资格，划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组。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Stata15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由表3可
知，基金会筹资总收入间差异较大，年度境内总捐赠收入（ND）的均值为11.48，近似于年度总

捐赠收入（Donation均值为11.52），且两者标准差也相近。说明基金会的捐赠收入主要来自本

土化的慈善捐款。境内自然人捐赠收入和境内组织捐赠收入相差不多。但境外两类捐赠相差甚

远，且每个基金会接收的实际数额差异性很大。这揭示境外慈善捐款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可

适当引入境外资源，尤其是面向慈善文化特色比较明显的国家与人群以及公益慈善比较成熟

的国家与地区，吸引他们的关注与投入。基金会平均接收政府资助仅有为2.186，远远小于营利

性收入均值为9.176。显而易见，我国基金会逐渐摆脱政府“输血式”发展模式，多种渠道拓展融

资方式，逐步开展商业化营利性行为，“自我造血式”成长，争取更多自创收入，提高生存力。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党组织建设对筹资收入的影响，本文以是否建立党组织为依据，将研究

样本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1 138家基金会样本建立党组织，占53.2%。表4报告了分组样本的单

变量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的筹资总收入高于没有建立

党组织的基金会，且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的各项筹资平均收入都明显高于没有建立党组织的

基金会，特别是营利性收入。考虑到单变量检验尚未完全控制可能的影响因素，尚需进一步对

研究样本进行回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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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SD Min p25 p50 p75 Max
Revenues 2 139 22.88 10.68 0 14.38 23.89 29.01 57.85
Donation 2 139 11.52 5.959 0 10.74 13.63 15.35 22.91

ND 2 139 11.48 5.973 0 10.71 13.60 15.32 21.51
NPD 2 139 7.342 6.577 0 0 9.838 13.27 20.77
NOD 2 139 8.245 7.316 0 0 11.81 14.71 21.51
FD 2 139 0.743 3.209 0 0 0 0 22.80

FPD 2 139 0.258 1.810 0 0 0 0 17.85
FOD 2 139 0.645 3.025 0 0 0 0 22.80

Govfund 2 139 2.186 4.868 0 0 0 0 21.42
Marrev 2 139 9.176 4.937 0 7.521 10.25 12.62 20.15
Party 2 139 0.532 0.499 0 0 1 1 1
Age 2 139 8.331 7.588 0 3 6 11 64

Asset 2 139 5.278 2.104 0 5.303 5.303 6.155 11.00
Director 2 139 2.287 0.625 0 1.792 2.197 2.708 5.583

Supervisor 2 139 1.087 0.385 0 0.693 1.099 1.386 2.773
Type 2 139 0.817 0.387 0 1 1 1 1

Offering 2 139 0.274 0.446 0 0 0 1 1
 
 

 
表 4    分组样本的单样本检验

Party（N=1 138）
样本均值

Non-Party（N=1 001）
样本均值

均值检验
T统计量

中位数检验
Z统计量

Revenues 25.76 19.62 13.84*** 15.05***

Donation 12.73 10.15 10.21*** 12.24***

ND 12.70 10.09 10.35*** 12.38***

NPD 8.40 6.14 8.10*** 8.39***

NOD 9.69 6.60 9.99*** 10.93***

FD 1.14 0.29 6.17*** 6.18***

FPD 0.39 0.11 3.48** 3.64***

FOD 1.01 0.23 5.98*** 6.04***

Govfund 2.60 1.72 4.19*** 4.14***

Marrev 10.43 4.54 13.04*** 12.8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1.党组织建设与基金会筹资收入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5报告了采用Tobit的估计方法检验党组织建设和筹资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不管是全

样本，还是在分组样本中，是否建立党组织与筹资总收入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皆为

正，说明党组织建设赋能社会组织，对基金会筹资总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显著提高筹

资收入，支持假设1。党组织建立的回归系数，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3.6722），慈善组织的基金

会（4.0520），都在0.1%的水平上显著；党组织建立的回归系数，非公募基金会（3.9809），公募基

金会（4.8820），都在0.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2a和假设2b通过检验。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

基金会更能促进党组织建设对筹资收入的提升作用。

从控制变量看：除部分监事规模对筹资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都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呈现正向一致变化。控制变量选取较为合适，且与以往文献研究结论相似。

2.党组织建设与基金会捐赠收入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6报告了采用Tobit的估计方法检验党组织建设和捐赠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不管是全

样本，还是在分组样本中，是否建立党组织与捐赠收入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皆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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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党组织建设富有天然的政治资源和有形资产，对基金会捐赠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

显著提升社会慈善捐赠收入的获取能力，支持假设1。党组织建立的回归系数，非慈善组织的基

金会（2.5704，p<0.01），慈善组织的基金会（1.8664，p<0.001），不支持假设2a；党组织建立的回

归系数，非公募基金会（2.4224），公募基金会（1.5644），都在0.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2b未通过

检验。即党组织建立对捐赠收入的影响在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中程度更大。慈

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本质上具有较高的政治关联和公信力，建立党组织参与基金会

治理只是锦上添花。社会捐赠源自社会慈善群体，慈善捐赠者偏好合法的公益项目。为此，非慈

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更积极开展党组织建设，利用党建资源，提高合法性身份和良

好声誉来赢得民心。
 

表 5    党组织建设对筹资收入的影响

（1） （2） （3） （4） （5）
Revenues 全样本 非慈善 慈善 非公募 公募

Party 4.2644*** 3.6722*** 4.0520*** 3.9809*** 4.8820***

（9.87） （3.75） （8.61） （8.10） （6.12）
Age 0.4148*** 0.1635* 0.4813*** 0.3347*** 0.2101***

（14.58） （2.35） （15.73） （8.71） （4.56）
Asset 0.3246** 0.5204* 0.4070*** 0.4188*** 0.3970*

（3.22） （1.48） （3.93） （3.36） （2.53）
Director 3.6978*** 2.7660** 3.7906*** 3.2319*** 3.8337***

（10.01） （2.86） （9.69） （6.92） （6.86）
Supervisor 1.5641** 2.5198 1.0793 0.4945 2.3521*

（2.74） （1.83） （1.76） （0.74） （2.36）
N 2 139 392 1 747 1 553 586

Pseudo R2 0.0383 0.0176 0.0461 0.0250 0.0430
　　注：括号中未t值；*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标准误经过异方差调整；省略了常数项
的回归结果，下同。
 
 

 
表 6    党组织建设对捐赠收入的影响

（1） （2） （3） （4） （5）
Donation 全样本 非慈善 慈善 非公募 公募

Party 2.1994*** 2.5704** 1.8664*** 2.4224*** 1.5644***

（7.12） （2.68） （5.98） （6.05） （3.85）
Age 0.1465*** 0.0097 0.1856*** 0.0909** 0.0787***

（7.21） （0.14） （9.17） （2.91） （3.35）
Asset 0.0919 −0.3398 0.1978** 0.1534 0.0750

（1.28） （−1.00） （2.89） （1.52） （0.94）
Director 1.4561*** 1.0142 1.5250*** 1.6832*** 0.9886***

（5.53） （1.08） （5.89） （4.45） （3.47）
Supervisor 0.6964 2.0469 0.2747 0.4518 0.5373

（1.71） （1.52） （0.68） （0.84） （1.06）
N 2 139 392 1 747 1 553 586

Pseudo R2 0.0168 0.0064 0.0240 0.0109 0.0204
 
 

3.党组织建设与基金会政府资助收入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7报告了采用Tobit的估计方法检验党组织建设和政府资助关系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

中，党组织建设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未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党组织参与的基金

会更容易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关系，政府资助更青睐于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但在非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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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中，党组织建设对政府资助影响的回归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不管从中国文化和差序格局背景分析，倾向于熟人朋友资助；还是制度角度讲，慈善组织资格

认定和公募资格授权都经过了上级严格考核和群众监督，说明在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

金会中的党组织建设各方面履职到位，发挥了有效作用，具有竞争效应。进一步揭示政策性资

源倾向于强政治关联、合法性高的组织，支持假设2a和2b。
 

表 7    党组织建设对政府资助收入的影响

（1） （2） （3） （4） （5）
Govfund 全样本 非慈善 慈善 非公募 公募

Party 3.0551* 1.2631 3.0560* 1.1848 5.2020**

（2.56） （0.35） （2.42） （0.69） （3.24）
Age 0.5201*** 0.3214 0.5506*** 0.5315*** 0.0125

（7.03） （1.28） （7.13） （4.29） （0.14）
Asset −1.7762*** −0.9819 −1.6875*** −2.6512*** −0.5915

（−6.62） （−0.75） （−6.28） （−6.08） （−1.95）
Director 4.3275*** 3.1706 4.2464*** 4.3615** 3.4105**

（4.57） （0.89） （4.39） （2.91） （3.10）
Supervisor 2.1843 8.2250 1.2375 −1.1716 3.2363

（1.46） （1.58） （0.80） （−0.52） （1.69）
N 2 139 392 1 747 1 553 586

Pseudo R2 0.0328 0.0105 0.0369 0.0290 0.0203
 
 

4.党组织建设与基金会营利性收入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8报告了采用Tobit的估计方法检验党组织建设和营利性收入关系的回归结果。表中不

管是全样本还是分组情境下，党组织建设的回归系数为正，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支持假设1。
说明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在参与市场活动过程中创造了更多营利性收入，能够显著提升基金

会的营利能力。证实党组织建设的赋能效果，综合公信力与市场信用，既能带来体制内的政策

性资源又能扩展体制外资源，带来多元化且高效的收入。但仅支持假设2a，假设2b不成立，慈善

组织的基金会（1.9048）比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1.7605）更能占有市场，获得相应营利性收入；

而非公募基金会（1.9048）优于公募基金会（1.7605）。可能的解释为：非公募基金会本身缺乏公

开募捐资格，其资源相对有限，但非公募基金会把握党组织赋能的机会，更加积极努力参与市

场活动，维持财务健康。
 

表 8    党组织建设对营利性收入的影响

（1） （2） （3） （4） （5）
Marrev 全样本 非慈善 慈善 非公募 公募
Party 1.9219*** 1.7605** 1.9048*** 2.0195*** 1.6990***

（8.44） （3.27） （7.59） （7.32） （4.30）
Age 0.1699*** 0.1055** 0.1838*** 0.1837*** 0.1133***

（11.36） （2.77） （11.29） （8.54） （4.97）
Asset 0.6162*** 0.9820*** 0.6031*** 0.6745*** 0.5516***

（11.46） （4.95） （10.82） （9.50） （7.05）
Director 1.5192*** 1.4200** 1.4906*** 1.3138*** 1.7166***

（7.76） （2.68） （7.10） （4.99） （6.16）
Supervisor 0.5050 0.2340 0.5055 0.3830 0.5798

（1.68） （0.31） （1.55） （1.02） （1.17）
N 2 139 392 1 747 1 553 586

Pseudo R2 0.0456 0.0334 0.0497 0.0377 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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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了假设1，党组织建设显著提高基金会的筹资收入，影响程

度大小为政府资助收入>捐赠收入>营利性收入。对于筹资总收入，假设2a和2b成立。但是，一

些细分筹资收入的分组检验得出相反效果：对于政府资助收入，党组织建设对政府资助收入的

影响效果在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中更显著，上文猜测得以证实，假设2a与假设2b显
著性成立；对于捐赠收入，与原假设相悖；而营利性收入仅支持假设2a，假设2b不成立。

（三）党组织建设微观层面赋能社会组织的渠道检验与分析

党组织建设基础在“建”，关键在“做”，其如何保障党组织参与基金会治理、影响筹资收入

的渠道机理尚不明确。为此，本文选取党组织的建设程度、参与深度及党建+业务融合力度三

个方面来检验党组织建设影响基金会筹资收入的渠道。党组织的建设程度指建立党组织的类

型（PT），它能有效保障党组织合法性身份，提供相应平台资源，与上级党组织互通信息。党组

织的参与深度包括党组织书记与负责人交叉任职（PS）和党组织书记参与基金会内部治理

（PG），这类似营利性组织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模式有效保障党组织班子成员参与基金会

运营决策，讨论和决定基金会重大事项。而党建+业务融合力度涵盖在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

中（PA），既能保证正确政治方向，端正意识形态，又能深度融合党务工作与基金会管理实践。

本文进行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表9报告了以筹资收入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回归

结果表明，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能够通过党组织建设程度所属类型、党组织成员“双向进入、交

叉任职”和开展党组织活动等机制参与基金会内部治理，提升党建工作与基金会业务实践的融

合度，进而扩展多元化资源来提高筹资收入。
 

表 9    中介效应Bootstrap 检验结果

自变量 中介变量 效应 效应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中介效应比例 类型
下限 上限

Party

PT
间接_bs_1 2.740242** 1.077377 0.7005086 5.188141 44.62% 部分中介
直接_bs_2 3.400864*** 1.096932 0.9106434 5.475622

PS
间接_bs_1 0.5755317*** 0.2198423 0.1628453 1.024899 9.372% 部分中介
直接_bs_2 5.565575*** 0.4921767 4.616674 6.539692

PG
间接_bs_1 1.897315** 0.8384112 0.0719243 3.442822 30.90% 部分中介
直接_bs_2 4.243791*** 0.938697 2.265914 6.135121

PA
间接_bs_1 0.1567929 0.8829411 0.05024 2.679947 2.553% 部分中介
直接_bs_2 5.984314*** 0.9774437 3.431508 6.791369

　　注：Bootstrap抽样次数为500。
 
 

为了进一步研究党组织建设微观层面赋能社会组织的效果，本文从党组织建设的党组织

类型、党组织书记所任职务和参与内部治理，以及党组织开展活动视角分析其与基金会各项筹

资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10所示。

1.党组织类型

针对政府补贴筹资收入行为，第（7）和（9）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

非公募基金会的党组织类型的回归系数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党组织类型对具有慈善

组织称号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政府性资助收入具有正向显著性影响，支持假设2a、2b。但
对于社会捐赠收入和营利性收入，与原假设刚好相悖。第（1）（6）（11）列显示党组织类型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未组建党组织的基金会、临时党支部、功能性党支部、联合型党支部

和党委，党组织类型对基金会各类资源筹集的影响效果依次递增，即不同党组织类型对筹资收

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支持假设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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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

对于捐赠收入，第（1）列通过显著性检验，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的职位越高越能提高捐赠

收入。对于政府资助收入，在全样本中，党组织书记的交叉任职政策效应明显。同时，党组织书

记交叉任职对营利性收入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交叉任职，又红又专”的党组织书记不仅

具有慈善精神还具有企业家精神，既能唤醒社会群众温情意识，更能扩展市场资源。党组织书

记交叉任职的职位越高筹资收入越多，支持假设1b。
3.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

第（7）和（9）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针对政府补贴筹资收入，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

募基金会的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的回归系数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在具有慈善

组织称号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环境中，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提高政府资助收入的效果

更强，说明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的层级越高对慈善组织和公募基金会政府性资助资源的

获取更有利，支持假设2a、2b。第（1）（6）（11）列显示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参与基金会内部治理的层级越高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支持假设1c。
4.党组织开展活动

第（7）和（9）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针对政府补贴筹资收入，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

募基金会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回归系数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党组织开展活动对具有

慈善组织称号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政府性资助资源具有显著性，开展活动次数越多对于

合法性高的基金会效果更好，支持假设2a、2b。第（1）（6）（11）列显示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党组织活动与社会组织发展紧密结合，开展活动次数越多越能显著提高筹

资收入，支持假设1d。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引导党员积极开展专业化志愿

服务，发挥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坚持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形成群众

工作合力，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筹资收入。

综上，表10中第（1）（6）（11）列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

党组织书记参与治理、党组织开展活动与社会组织的筹资收入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1a、1b、
1c和1d。同时，党组织开展活动次数对筹资收入的平均影响程度更大（回归系数均值最大）。但

分组样本检验具有差异性：（1）社会捐赠筹资收入的假设2a和假设2b，结论与预期相悖，即相较

于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社会捐

赠筹资收入促进作用更强。（2）政府补助筹资收入和营利性筹资收入支持假设2a和2b，相较于

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的非社

会捐赠筹资收入促进作用更强。总体来看，党组织建设微观层面的赋能显著提高筹资收入。

（四）稳健性检验

1.党组织建设对各类捐赠收入的差异性影响

本文还分别检验了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不同捐赠资源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1。建立党组

织的基金会在获取社会慈善捐赠的过程中，不论是否境内外环境还是来自个人或机构都更具

有获取捐赠收入的优势。但相对于境内慈善捐赠收入，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对境外慈善捐赠的

影响更大，境外捐赠更偏好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同时，机构捐赠比个人捐赠易倾

向于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

2.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分析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本文采用了三种倾向性得分匹配的方法（1对1近邻匹配、带宽

为0.01的半径卡尺匹配和核匹配）开展稳健性检验。具体地，将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为实验组，

将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设为对照组。再选取基金会的年龄、组织规模、理事规模、监事规

模、基金会性质和募捐类型的控制变量按照匹配规则操作。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如表12，从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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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1）采用三种倾向得分匹配（PSM），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数据特征趋于一致，匹配

后两组样本的控制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可比性要求。（2）无论是平均处理效应（ATT）的
估计值还是显著性，三种不同匹配的结果都很相近，样本平衡性良好。同时，Party和筹资收入

的回归系数平均值为4.1964，与主回归结果4.2644相差无几。说明进行匹配后，基金会建立党组

织同样能够显著提高筹资收入，支持前文的研究假设。
 

表 11    稳健性检验：党组织建设对各类捐赠收入的影响

（1） （2） （3） （4） （5） （6） （7）
Donation ND NPD NOD FD FPD POD

Party 2.1994*** 2.2634*** 3.0252*** 3.4670*** 11.2501*** 8.8336* 12.3948***

（7.12） （7.28） （6.18） （6.43） （3.87） （2.11） （3.73）
Controls 控制

N 2 139 2 139 2 139 2 139 2 139 2 139 2 139
Pseudo R2 0.0168 0.0165 0.0120 0.0176 0.0817 0.0758 0.0906

 
 

 

表 12    稳健性检验：倾向性得分匹配

匹配前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变量 SB（t） SB（t） SB（t） SB（t）
Age 27.2（6.25）*** 3.3（0.75） 0.9（0.19） 3.7（0.80）

Asset 26.9（6.21）*** 1.3（0.31） 1.8（0.46） 1.7（0.43）
Director 45.5（10.50）*** −2.0（−0.46） −1.6（−0.38） 0.6（0.13）

Supervisor 12.6（2.91）*** −1.1（−0.25） −1.2（−0.27） 0.6（0.15）
Type 10.4（2.42）** −0.5（−0.11） 0.7（0.18） 0.6（0.15）

Offering 14.1（3.24）*** 4.6（1.06） 0.4（0.09） 2.4（0.57）
ATT（S.E.） 4.19（0.62）*** 4.16（0.48）*** 4.24（0.48）***

　　注：SB表示标准化偏差，t表示t值，ATT（S.E.）表示平均处理效应差异。
 
 

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结果中本文使用是否建立党组织衡量党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社会

组织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鉴于基金会党组织建设的核心要

素是党员，党员数量越多，人力资源越充足，筹资能力越强大。为此，本文以党员人数作为是否

建立党组织的替代变量，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13。从回归结果可知，党员人数显著提高了

基金会的各项筹资收入（政府资助收入除外），依然支持了本文假设。

表 13    稳健性检验：党员人数对各项筹资收入的影响

（1） （2） （3） （4）
Revenues Donation Govfund Marrev

PN 1.2709*** 0.7529*** 0.8351 0.4813***

（5.24） （4.38） （1.29） （3.76）
Age 0.4168*** 0.1459*** 0.5210*** 0.1723***

（14.33） （7.09） （6.98） （11.29）
Asset 0.4083*** 0.1345 −1.7249*** 0.6560***

（4.00） （1.87） （−6.46） （12.08）
Director 3.9472*** 1.5577*** 4.5616*** 1.6620***

（10.46） （5.84） （4.81） （8.33）
Supervisor 1.4336* 0.6180 2.0308 0.4527

（2.47） （1.50） （1.36） （1.48）
N 2 139 2 139 2 139 2 139

Pseudo R2 0.0340 0.0144 0.0317 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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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去掉筹资收入为0的基金会样本

考虑异常值影响，剔除筹资收入为0的基金会样本，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

致，与没有党组织建设的基金会相比，党组织建设有助于提高基金会筹资收入。

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9年度基金会作为研究样本，首先，以党组织建立衡量基金会党组织建设，以社

会捐赠收入、政府补贴及营利性收入衡量筹资收入，从宏观层面检验党组织建设对筹资收入的

影响。其次，从党组织参与基金会治理微观层面剖析党组织建设影响筹资收入的渠道和效果。

最后，依据基金会性质和类型研究党组织建设对筹资收入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能显著提高筹资收入，且通过了更换样本量、替换解释变量与

倾向得分匹配等稳健性检验。在细分筹资收入分析中，党组织建设的影响程度最大的为政府资

助收入，其次是社会捐赠收入，营利性收入受党组织建立的影响程度最小。建立党组织的基金

会增强了公信力和信誉，赢得民心，进而提高社会捐赠收入。随着政社关系的不断变化，市场经

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提供有质有量的公共服务，因时制宜参与市场活动，创造

更多营利性收入。党组织建设赋能社会组织为基金会提供了合法地位、政策保障和资源渠道的

支持，增强社会组织公益事业方面的能力。相比未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建立党组织的基金会

营利性收入更高，自我造血式发展更好。

第二，渠道分析表明，党组织通过全面参与基金会治理提高筹资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相

对于党员人数超过3人而未成立党组织的基金会，以及临时型、功能型、联合型和党总支，党委

更能提高筹资收入，影响效应依次递增。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的职务越高，参与内部治理的层

级越高，基金会筹资收入越多。党组织活动的开展对基金会筹资收入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影响效果最大。

第三，分组差异性检验发现，对于筹资总收入，党建赋能效果很好地支持了原假设，即党组

织建设提高筹资收入在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中的效果更为显著。然而，细分筹资收

入分组检验得出部分相反结果：对于社会捐赠收入，党建赋能效果在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

公募基金会中促进作用更强；对于政府资助收入，党组织建设对政府资助收入的效应确实受基

金会性质和类型特征的影响，获得了慈善组织称誉和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更能获得政府资助收

入；对于营利性收入，党建赋能效果在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中促进作用更强。总

之，党组织建设对社会组织资源赋能效果显著，既能扩大政策性资源又能赢得群众资源。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论不仅驳斥了社会组织党建是一种形式化、政策性任务的谬论，还

全面验证了党组织建设能提高社会组织筹资收入。本文研究结论为改善基金会资源筹集提供

了新思路，更为新时期《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落实提供了经验

证据。

（二）启示与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
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社会组织也在章程中增加党的

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党组织建

设具有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经济职责。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初衷就是为了激

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组织财务稳定性。根据研究结论，本文研究启示与建议如下：

第一，找准党建工作与社会组织业务的结合点，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参与管理、推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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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促进和谐”的“领航员”与“助推器”功能。一方面，有效提高党的组织覆盖率，积极将党组织

嵌入到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和规范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为社会组织

搭平台、谋出路、想办法、增效益，使党建工作成为引领社会组织管理创新、转型发展、提质增效

的“动力主轴”，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续航能力，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组织业务活动的深度融

合，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筹资收入。

第二，发挥党建优势提高境内外社会捐赠筹资收入。社会组织筹资收入取之于民，施善于

民。社会组织党建是党在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教育引导从业人员增强

社会责任意识，强化职业道德素质，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能力，关爱海内外同胞， 通过更好

的公益事业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提高社会捐赠筹资收入。

第三，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市场活动，提高营利性筹资收入。基层党组织有效引导和监

督基金会依法参与市场活动，既保证了政治方向，又能有效获取经济信息和政策资源，降低市

场性风险，改善筹资活动质量，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第四，党组织建设基础在“建”，关键在“做”，扩展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途径。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充实壮大党务工作者，积极成立党组织，不断扩大党在社会组织

中的影响力。完善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贯彻执行社会组织管理层人员和

党组织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安排，把党建工作融入基金会日常经营实践过

程，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提升多元化筹资的能力，开创党建引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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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Enhance the
Revenu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Foundation in China

Ou Cuiling1,2,  Yan Kegao1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Summar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government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arty building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almost al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establishe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hether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can enhance the revenu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worthy of in-depth study.

Based on the revenu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typ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cross appoint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 secretaries,
the particip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 secretaries in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this paper chooses the foundation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mpirically
discusse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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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sample data of 2 139 foundations, and applies the Tobit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und-raising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macro level, it is found that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evenues of foundations. The degree of impact is government subsidy income >
donation income > profit income. (2) From the micro level,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Party organizations
improve the revenues through the mediate path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e
governance of foundation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revenues of foundation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typ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cross appoint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
secretaries, the particip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 secretaries in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organization activities.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funds strengthen the eff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on the
revenues. However, compared with foundations with the titl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 and public-raising
foundation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a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donation revenues
and profit-making revenues to foundations without the title of charity organization and non-public-
raising foundations.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positiv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various
aspects of enterprises. Different from that,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ff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empower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riches and expand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ocial organization
resource-mobilization.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lay a certa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revenue channel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lea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empowerment; re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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